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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慈善捐赠是人类文明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应对风险的方式。 本文利用国内大病

捐助平台水滴筹设计田野实验，探讨在“数字技术 ＋ 慈善”的新型募捐模式下，基于在线社交

平台的捐赠的同伴效应。 田野实验的结果发现，相对于不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控制组，展示好

友帮助信息的实验组的捐赠概率提升 ０. ２７ 个百分点。 渠道检验的结果表明，项目本身信息披

露程度提升、项目已有证实人数提升、好友捐赠金额降低会削减同伴效应的大小；展示好友帮

助信息只促进小额捐赠，而不影响大额捐赠。 这些结果说明，好友帮助信息可能为项目提供认

证作用，且对潜在捐赠者施加了社会压力。 本文首次为数字募捐场景下个人捐赠存在同伴效

应提供了稳健可信的田野实验证据，为理解社交网络如何帮助普通居民抵御风险、提升应对风

险能力提供了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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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慈善捐赠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是一种典型的亲社会行为，也是人类文明史上长期存

在的一种抵御应对风险的方式。 慈善捐赠是公共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罗俊等，２０１５ｂ）。 我国的慈善捐

赠是收入分配制度中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形式，能够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早

期发展阶段。 美国施惠基金会（Ｇｉｖｉｎｇ ＵＳ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发布的慈善捐赠报告显示，２０１８ 年美国各类慈善机

构接受的总捐赠额为 ４２７７ 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 １％，其中个人捐赠是主要来源，占总捐

赠额的 ６８％。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监测统计，２０１８ 年中国内地接受国内外款物捐赠共计 １４３９ 亿元，占当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０. ２％，其中个人捐赠占总捐赠额的 ２５％。 我国个人慈善捐赠事业发展仍有巨大潜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制度，坚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

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因此，从学术研究视角

和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实践视角，个人慈善捐赠动机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近年来，数字技术正在重塑风险分担的方式（陈泽等，２０２２；陈秉正 ２０２０）。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

２０２２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数字公益慈善与数字减贫论坛中的发言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相互赋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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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提高了社会各界通过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进行道德实践的便捷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在实践中，
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发起—传播—捐赠”这三个环节的成本：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使资金需

求者可以简单便捷地发起项目；募捐项目发布后，可以借助移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风险分担突破了地

理距离的限制；数字支付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小额捐赠，方便更多有爱心的捐赠者参

与其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

善发展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５ 年腾讯公益平台的捐款总额超过 ５ 亿元，捐款人次近 ２０００ 万，其中九成以上

来自移动端。
数字慈善的兴起带来了一个问题：移动互联社交场景中的捐赠是否受到社交网络的影响？ 过往针

对捐赠动机的研究发现，除了受到利他主义的个人特质驱动外，捐赠还受到社会因素影响，比如可能受

到被他人恳请捐赠的压力（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领捐人捐赠的认证效应的影响（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２００３；
Ｌｉｓｔ ＆ Ｌｕｄｋｉｎｇ⁃Ｒｅｉｌｅｙ，２００２），或是考虑自己的社会声誉，希望通过捐赠得到他人认可（Ｇｌａｚｅｒ ＆ Ｋｏｎｒａｄ，
１９９６；罗俊等，２０１９）。 现有文献对他人捐赠如何影响个人捐赠也有一定研究（Ｍａｒｔｉｎ ＆ Ｒａｎｄａｌ，２００８；
Ｓｈａｎｇ ＆ Ｃｒｏｓｏｎ，２００９），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线下或电话等传统场景，他人捐赠信息通常是由实验者控

制生造的，无法反映真实社交关系中好友的捐赠行为。 而基于个人真实社交网络的“好友”信息对捐赠

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在数字慈善场景中，这一信息能够被数字技术捕获并且实时展示，为研究这一

话题提供了真实业务场景和实际应用需求。
相比传统募捐场景，基于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募捐场景有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从募款项目发起

方角度，募款的方便使得募捐项目的数量繁多但也鱼龙混杂（王建民和宋金浩，２０１６）。 社交网络在这

种场景下如何发挥作用？ 第二，从平台角度，与传统线下募捐场景相比，在线募款平台可以利用信息技

术收集到更多信息，比如募款项目传播路径、访问用户捐赠情况等。 如何利用这些信息为每位用户提供

个性化的激励（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①？ 线上募款场景下捐赠决策是否受到社交网络中好友帮助信息的影

响，即捐赠是否存在“同伴效应”（Ｂｅｓｈｅａ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目前还鲜有文献研究这些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移动互联网场景下的捐赠动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不同于市场根

据要素贡献进行的初次分配，以及政府根据国家意志进行的再分配，慈善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形

式，是由包括个人在内的社会主体基于自身主观意愿自愿发起实现的财富流动，是个人捐赠意愿的真实

反映。 因此研究个人捐赠动机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对居民进行引导，从而扩大居民捐赠规模，助力慈善事

业发展。 第二，近年来的数字技术进步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与慈善事业打通，为慈

善捐赠这种亲社会行为开辟了新的方式，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逐渐成为普通大众参与慈善捐赠的主要

渠道。 在向“数字慈善”的深刻转变中，技术手段的丰富使得个性化展示信息成为可能，如何利用个性

化信息激励亲社会行为值得深入研究。
然而，要可靠地回答个人捐赠是否受到社交网络中好友帮助的影响这一问题并不容易。 影响捐赠的

因素纷繁复杂，社交网络的形成和个人捐赠这二者很可能是内生的。 比如慈善意愿水平相似的人互相之

间更有可能处于同一社交网络，因而难以辨别究竟是同伴效应还是其他无法观测的因素影响了捐赠。 为

了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借鉴国内外文献，采用田野实验的研究方法（Ｈａｒｒｉｓｉｏｎ ＆ Ｌｉｓｔ，２００４；罗俊等，２０１５ａ），
开展了一项基于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大型田野实验，以准确识别好友帮助信息对个人捐赠的影响。 该实验

在水滴筹平台开展。 水滴筹是国内使用较为广泛的互联网大病众筹捐助平台。 粟芳等（２０２０）指出大病众

筹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熟人网络的单方面实施的援助。 募捐项目信息可以在微信好友构成的社交网络中分

享传播。 除此之外，水滴筹也是应对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风险的医疗互助平台（王超群和史建群，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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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特征也为能够通过田野实验的方式研究好友帮助信息对个人捐赠的影响提供了技术基础。 试想，在线下募
捐场景中，想要为不同的募捐对象展示社交网络中好友在同一募捐项目中的捐赠情况，这种做法的实验成本是极高的。



通过将众筹平台的社群成员引流到网络互助平台，可促进网络互助的快速发展（张盈华，２０２０）。
本文核心实验变量是在募款项目链接中是否展示其微信好友对该项目的帮助情况（捐赠或转发）。

实验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１１ 日开展，点击进入水滴筹筹款项目链接的用户以均等概率随机分为两

组，一组是实验组，另一组是对照组。 实验组中，募款项目链接的明显位置展示其好友帮助情况；对照组

中则不展示这一信息。 这种实验设计能够保证其他可能影响捐赠的因素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几乎无

差别；实验组页面展示的好友帮助情况基于实际业务，访问用户能够自主决定是否捐赠以及捐赠金额。
因此，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实际捐赠情况，可以较为干净地识别捐赠的同伴效应。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方面，以我国移动互联网捐赠为场景，用田野实验的方法准确识别了展示好友

帮助信息对捐赠的促进作用，首次为数字技术赋能慈善的场景下个人捐赠存在同伴效应提供了稳健可

信的田野实验证据；另一方面，在移动社交网络大发展的背景下，为社交网络的信息如何影响个人经济

决策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发现。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捐赠（Ｇｉｖｉｎｇ）是一种公共品，经济学中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如何解决由于市场失灵导致公共品提

供不足的问题。 关于捐赠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捐赠的动机是什么？ 早期的研究通常假设人们出于纯粹的

利他主义而提供公共品（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Ｗａｒｒ，１９８２）。 然而，随后的研究发现，当施以一定的外部激励机制

时，捐赠反而会减少（Ｇｎｅｅｚｙ ＆ Ｒｕｓｔｉｃｈｉｎｉ，２０００），说明个人捐赠不能由纯粹的利他主义解释。 对此，Ａｎｄｒｅ⁃
ｏｎｉ（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认为，研究捐赠动机需要考虑非纯粹利他主义的动机。 也就是说，个人从捐赠中也获

得效用，即“光热”效应（ｗａｒｍ ｇｌｏｗ），而不是仅仅为了享受供给公共品带来的好处。
如果说纯粹利他主义和光热效应都是出自人们的内在利他动机，那么后来的研究发现，因为社会因

素而产生的外在动机也是影响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Ｂéｎａｂｏｕ ＆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６；罗俊等，２０１９）。 来自社会

压力和社会规范的要求可能会使捐赠增加（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社会声誉的

考量也会促使人们在意他人眼中自己的形象，而捐赠能够带来更高的社会声望（Ｈａｒｂａｕｇｈ，１９９８）。
Ｆｒｅｙ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４）在苏黎世大学开学募捐的现场实验中发现，大学生对于是否捐赠呈现“有条件

合作”，即当“别人合作时，我也合作”。 Ｆｒｅｙ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４）的实验中，实验组一给学生展示“过往有

６４％的学生选择了捐赠”，实验组二给学生展示“过往有 ４６％的学生选择了捐赠”，文章发现实验组一的

学生的捐赠比例为 ７７％ ，实验组二的捐赠比例为 ７４. ７％ ，而控制组的捐赠比例是 ７２. ９％ ，说明披露过往

的捐赠信息能够对捐赠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在 Ｆｒｅｙ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４）研究他人捐赠信息对“是否捐赠”的
影响基础上，Ｓｈａｎｇ ＆ Ｃｒｏｓｏｎ（２００９）研究了他人捐赠信息对“捐赠金额”的影响。 Ｓｈａｎｇ ＆ Ｃｒｏｓｏｎ（２００９）
首先提出了同伴捐赠和自己捐赠可能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两种对立假设，并利用一家在线公共

电台的筹款活动开展田野实验。 田野实验的结果发现，相对于不提供他人捐赠金额的控制组，实验组的

捐赠金额显著提升，比如提供他人捐赠金额为 ３００ 元的实验组的平均捐赠金额为 １１９. ７ 元，而控制组为

１０６. ７２ 元，说明提供同伴的捐赠金额能够提升潜在捐款者的捐款金额。 Ｓｏｅｔｅｖｅｎｔ（２００５）则在教堂捐赠的

场景中研究了参与者能看到邻近的参与者的捐赠情况，对整体募捐结果的影响，发现相比不能观察到他人

捐赠的非公开环境，公开环境下的整体募捐结果显著提升。 Ｍａｒｔｉｎ ＆ Ｒａｎｄａｌ（２００８）则通过操控透明募捐

箱里的已捐金额的面值构成，发现相比于展示小面值捐款，展示大面值捐款能显著提升人均捐款额。
本文与上述文献有两方面不同。 第一，过往研究大多是披露历史捐赠信息（Ｆｒｅｙ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４），或者

经过实验者加工控制的信息（Ｓｈａｎｇ ＆ Ｃｒｏｓｏｎ，２００９；Ｍａｒｔｉｎ ＆ Ｒａｎｄａｌ，２００８），反映的是“陌生人”的捐赠行

为，没有讨论（潜在）捐款人的“好友”的捐赠行为带来的影响。 考虑到“好友”的行为是影响个人经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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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４），研究“好友”的行为如何影响捐赠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实验利用互联网技

术提供的便利条件，在募捐页面实时展示潜在捐赠人的好友帮助信息，重点研究 “好友”的捐赠行为对个

人捐赠行为的影响。 第二，相对于过往研究主要关心实验条件如何影响项目募捐总体金额或人均金额

（Ｓｏｅｔｅｖｅｎｔ，２００５），本文观测到每个人的真实捐赠金额，更精准地观察到“个人”的捐赠行为。
尚有一些文献讨论其他影响捐赠的因素。 罗俊等（２０１５ｂ）梳理了国内外慈善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和

激励机制的理论和田野实验研究的文献脉络，为理解国内外有关慈善捐赠的研究前沿提供了参考。 陈丽

红等（２０１５）从慈善机构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研究了个人捐赠行为，发现慈善基金会的会计信息越好，越
能吸引更多个人捐赠收入；高声望的审计师能够帮助解决慈善机构与捐赠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

步增强会计信息促进捐赠的效应。 罗俊等（２０１９）利用校园募捐的田野实验，发现信息公开机制会降低小

额捐赠者的捐赠概率，但能提升大额捐赠者的捐赠数额。 本文利用国内新兴的互联网捐赠众筹平台开展

研究，探索了展示基于真实社交网络中的同伴信息对个人捐赠的影响，丰富了这类文献。
本文研究了真实社交网络中的好友捐赠信息对个人捐赠的影响，除了和捐赠相关文献有关之外，还与

同伴信息对合作等亲社会行为乃至更广泛的个人经济行为决策的影响的文献有关。 Ｄａｗｅｓ ＆ Ｔｈａｌｅｒ
（１９８８）回顾了过往实验室实验中屡屡发现的“合作”现象，认为允许被试之间交流讨论能够促进合作。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利用美国一家在线电影评分平台开展田野实验，研究在网络社区中如何促进用户生产内

容。 控制组中，仅告诉实验对象过往评价过的电影数量；实验组中，把实验对象评价过的电影数量和其他

用户的中位数水平进行对比。 实验结果发现，实验组中原本评价数量低于中位数水平的用户在实验后一

个月评价电影的数量相对于实验前一个月上升了 ５３０％，原本高于中位数水平的用户评价电影的数量上升

了 ６２％。 这说明在互联网社区中，提供个性化的社会信息有助于促进不同类型群体生产内容。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研究了在线债务众筹平台之后发现，社交网络中的好友关系能够为借款人释放信用质量信号。 在

许多个人重要金融决策中，同伴信息也会产生影响，比如员工的许多经济决策会受到公司同事相关决策的

影响，包括如何执行员工股票购买计划（Ｏｕｉｍｅｔ ＆ Ｔａｔｅ，２０１９）、股票市场投资（Ｈｖｉｄｅ ＆ Ｏｓｔｂｅｒｇ，２０１５），以及

退休储蓄（Ｂｅｓｈｅａ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等。 然而，以往文献对真实社交网络中好友的捐赠信息如何影响个人捐赠

行为的关注度还不够。 本文则利用与水滴筹平台合作开展的大型田野实验，研究了真实社交网络中好友

帮助信息和慈善捐赠这种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理解个人捐赠的动机提供了实证证据。
（二）研究假设

互联网筹款为慈善捐赠提供了一个新渠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低成本地发起募捐

项目、低成本地捐款，与社交网络的技术联通使得人们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点对点传播筹款项目。 然

而低成本发起募捐项目也使得筹款项目数量众多，项目质量参差不齐，捐赠者与筹款项目之间存在

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王建民和宋金浩，２０１６）。 在存在信息不对称下，提供认证可以帮助潜在捐

赠者识别项目质量（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２００３；陈丽红等，２０１５）。 在本文的研究场景中，当潜在捐赠者面对不

熟悉的募捐项目时，微信圈中的好友帮助可能是一种可信的认证方式，因而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可能

促进捐赠。
过往研究捐赠行为的文献中，有相当重要的一支文献认为，社会因素是导致潜在捐款者做出捐赠决

策的原因，比如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或者出于社会声望动机（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Ｂéｎａｂｏｕ ＆ Ｔｉｒｏｌｅ，
２００６；Ｈａｒｂａｕｇｈ，１９９８；罗俊等，２０１９）。 这些文献认为，当捐赠信息能被观察到或面对募捐压力时，个人

参与捐赠的比例和数额都会显著提升。 在本文的实验中，当实验组的访问用户看到好友帮助信息时，他
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捐赠信息也可能会被观察到，从而引发捐赠的社会动机。

结合以上两方面，向潜在捐赠者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可能提供认证作用，也可能激发捐赠者的社会性

动机，从而提升参与捐赠的程度。 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在基于移动互联社交平台的慈善捐赠中，在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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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展示好友帮助信息能促进捐赠。

三、研究设计、变量和样本

（一）实验设计和样本

本文设计的田野实验是在嵌入到水滴筹平台上真实存在的募捐项目中开展的。 水滴筹是一家互联

网个人大病救助平台。 在平台上，大病困难家庭填写相关情况发起募捐项目，项目链接可分享至微信朋

友圈或微信好友聊天对话框得以传播。 项目链接中包含项目发起人、项目标题、筹集金额、目前筹集进

展、求助人的故事自述，以及证实人认证等详情。 打开项目链接后，用户直接点击页面底部的“我也来

帮助”按钮就可以通过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手段支付捐赠款（即“捐赠”）；用户可以转发项目链接至

微信朋友圈或好友聊天对话框中（即“转发”），使得项目信息沿着社交网络传播。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１１ 日期间在水滴筹平台开展的一项田野实验，该实验覆盖在这三天

内进入水滴筹募捐项目链接的所有会话。 点击募捐项目链接的访问用户以均等的概率被随机分为实验

组或对照组。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唯一区别，即实验变量是：实验组中，筹款项目标题下方显示一个滚动

条，滚动展示访问用户的所有微信好友帮助信息，包括好友的微信名以及具体帮助情况（如图 １）；而对

照组则不显示这一滚动条信息（如图 ２）。 除了这一实验变量之外，实验组用户和对照组用户看到的其

他内容模块一致。 所有用户依据所获知信息做出的捐赠决策基于真实场景，人工操纵部分有且仅有是

否展示好友帮助信息，而好友帮助信息则基于实际业务数据而非人工制造。 以上实验设计使实验结果

受到“霍桑效应”（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Ｌｉｓｔ，２００４）的影响较小，以保证随机实验的科学性。①

　 　 　 　 （ａ）展示好友帮助信息　 　 　 　 　 　 　 （ｂ）滚动播放第二条信息　 　 　 　 　 （ｃ）滚动播放第三条信息

图 １　 水滴筹实验中实验组的项目链接页面样例（展示好友帮助信息）

本文的实验数据，是以募捐项目链接接收方每点开一次转发链接形成一个“会话”，记录每个会话

的捐赠情况，一次会话就是一个观测。 每个观测中包含了描绘募捐项目本身特征、募捐项目链接接收方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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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Ｌｉｓｔ（２００４）在关于田野实验的综述文章中提到，霍桑效应（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 Ｅｆｆｅｃｔ）是一种实验者效应：在行
为实验中，实验者的观测行为对被观测对象造成一定影响。 如果用户知道自己身处实验正被观察，有可能表现出不同于
平常的行为特征。



图 ２　 水滴筹实验中控制组

的项目链接页面样例

（不展示好友帮助信息）

（即“访问用户”）特征、募捐项目发送方（即“转发好友”）特征的相关变量①。
实验共产生 ２１０４７２ 个观测，构成本文使用的全样本。 其中，１０４３９１ 个观测属

于实验组，１０６０８１ 个观测属于对照组。 全样本覆盖了 ２１２９５ 个募捐项目和

１０８３８８ 个访问用户。② 实验捐款用户的性别比例和捐款金额的分布表明，样
本对水滴筹平台的整体用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③ 本文在提取本实验相关数

据时，仅提取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变量，并对受捐者、访问用户、筹款项目都进

行了匿名处理。
（二）变量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均来自于水滴筹公司的真实业务数据。 本文旨在

研究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捐赠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相关变量包括以下四个

部分（如表 １ 所示）：第一部分是被解释变量，参考过往文献（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罗俊等，２０１９），被解释变量包含两个指标：是否捐赠（Ｇｉｖｅ），是
虚拟变量，如果该观测完成了捐赠，则虚拟变量取 １，否则取 ０；以及捐赠金

额（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是连续变量，取值为该观测的捐赠金额，如果没有捐

赠则为 ０。
主要变量定义

表 １

变量 定义

被解释变量：捐赠情况

Ｇｉｖｅ 是否捐赠（是为 １，否为 ０）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ＲＭＢ） 捐赠金额（元）

控制变量：募捐项目及受捐者特征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ｍｏｕｎｔ（ｉ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ＲＭＢ） 募捐目标金额（千元）
＃Ｗｏｒｄｓ 募捐项目描述字数

＃Ｆｉｇｕｒｅｓ 募捐项目图片数量

Ｃａｎｃｅｒ 受捐者的疾病是否为癌症

控制变量：访问用户特征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 访问用户过去 １ 个月捐赠项目数量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ＲＭＢ） 访问用户过去 １ 个月捐赠金额（元）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３Ｍｓ 访问用户过去 ３ 个月捐赠项目数量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３Ｍｓ（ＲＭＢ） 访问用户过去 ３ 个月捐赠金额（元）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６Ｍｓ 访问用户过去 ６ 个月捐赠项目数量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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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访问用户”“潜在捐赠人”“用户”均指点开项目链接的募捐项目信息接收方：他们一方面是募捐链接的访
问用户；另一方面，因为点击进入了募捐项目链接，与募捐项目进行了会话交互，他们也是潜在的捐赠人。

实验是在用户层面进行分组，实验中共有 １０８３８８ 个用户进入实验，他们被随机产生的随机数分为两组，其中实
验组用户 ５４２４０ 名，对照组用户 ５４１４８ 名。 如果某个用户在这三天内多次进入水滴筹的募捐项目链接，那么不论他何时
点击都会进入同一组别，以保证其所属的组别保持一致，避免造成误解。

根据水滴筹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度平台爱心数据，２０２０ 年捐款用户中，女性比例为 ５２. ６％ ；全年的捐赠金额分布中，
２０ 元及以下金额占 ７４. ３％ ，２１ 至 ５０ 元占比 １３. ３％ ，５１ 至 １００ 元占比 ８. ８％ ，１０１ 至 ２００ 元占比 ２. ８％ ，２００ 元以上占
０. ８％ 。 本文使用的实验样本中，捐赠用户的女性比例为 ５５. ２％ ；从单次捐赠金额分布来看，２０ 元及以下金额占 ７７. ２％ ，
２１ 至 ５０ 元占比 １２％ ，５１ 至 １００ 元占比 ７. ８％ ，１０１ 至 ２００ 元占比 ２. ３％ ，２０１ 元及以上占 ０. ７％ 。 因此从捐款用户的性别
分布、捐赠金额的分布来看，本文使用的样本与水滴筹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全年捐赠用户的分布比较相似。 本文的样本对水
滴筹用户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续表）

控制变量：访问用户特征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６Ｍｓ（ＲＭＢ） 访问用户过去 ６ 个月捐赠金额（元）
Ｒａｉｓ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访问用户曾经是否发起过募捐项目（是为 １，否为 ０）

控制变量：好友特征

＃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好友过往累计捐赠项目数

＃ Ｆｒｉｅｎｄ ｒｅｓ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好友过往累计转发项目数

　 　 第二部分为当前募捐项目及筹款人的特征。 互联网募捐平台上展示的募捐项目由不同募捐人发

起，在筹款目标、项目信息披露、受捐者情况具有较大异质性，可能影响潜在捐赠人对项目的判断。 参考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我们加入衡量募捐项目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募捐目标金额（Ｔａｒｇｅｔ）、描述字数（＃
Ｗｏｒｄｓ）、图片数量（＃Ｆｉｇｕｒｅｓ），以及衡量受捐者疾病类型的虚拟变量：是否为癌症（Ｃａｎｃｅｒ），如果募捐项

目标题中出现“癌”“瘤”“白血病”等词语时，虚拟变量取 １，否则取 ０。
第三部分为访问用户的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也可能影响慈善捐赠（Ｆｒｅｙ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４），潜在捐赠

人是否有在平台上筹款或捐赠行为，可能反映其个人特质的差异。 因此控制变量还包括潜在捐赠人过

去 １ 个月捐赠项目数量（＃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过去 １ 个月捐赠金额（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以及是否发起过募捐项目（Ｒａｉｓ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第四部分为访问用户的好友特征。 好友特征可能会影响访问用户对募捐项目的认知，从而影响捐

赠行为（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我们使用转发好友特征作为好友特征的代理变量，相关的控制变量包

括：好友的历史捐赠数量（＃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和历史转发数量（＃ Ｆｒｉｅｎｄ ｒｅｓ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Ｎ ＝２１０４７２）
表 ２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Ｐ２５ Ｍｅｄｉａｎ Ｐ７５ Ｍａｘ

被解释变量：捐赠情况

Ｇｉｖｅ ０. ０６ ０. ２４ ０ ０ ０ ０ １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２. ０１ １８. ９６ ０ ０ ０ ０ ３０００

控制变量：募捐项目及受捐者特征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２２５. ９６ １２７. ４５ ５ １２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０
＃Ｗｏｒｄｓ ４９５. ３９ ２８４. ２８ ２０ ２５８ ４７５ ６７０ ２９３７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５. ２１ ３. ３５ ０ ３ ５ ７ ４８
Ｃａｎｃｅｒ ０. ２４ ０. ４３ ０ ０ ０ ０ １

控制变量：访问用户特征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 ０. ３６ ０. ８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５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ＲＭＢ） ２４. ０６ ９６. ２４ ０ ０ ０ １０ １０３００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３Ｍｓ ０. ６５ １. ４９ ０ ０ ０ １ ５４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３Ｍｓ（ＲＭＢ） ３２. ２２ １１２. ９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３００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６Ｍｓ １. １１ ２. ６３ ０ ０ ０ １ １１１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６Ｍｓ（ＲＭＢ） ４４. ３２ １４０. ５８ ０ ０ ０ ４０ １８３００
Ｒａｉｓ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 ０ ０ １

控制变量：好友特征

＃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 ８５ ９. ４０ ０ １ ２ ５ ４２８
＃ Ｆｒｉｅｎｄ ｒｅｓ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 ６２ ５. ８７ ０ １ ２ ３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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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报告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中，完成捐赠的用户比例为 ６％ 。 捐赠金额的平均值

为 ２. ０１ 元，中位数为 ０ 元，说明该变量的分布右偏，因此在下文回归模型中，该变量取自然对数。 筹款

项目目标金额平均为 ２２. ６０ 万元，中位数为 ２０ 万元；募捐项目描述字数的平均数为 ４９５，中位数为 ４７５；
图片张数平均为 ５. ２１ 张，中位数为 ５ 张；有 ２４％的募捐项目病患的病情类型为癌症。 访问用户在上个

月平均捐赠 ０. ３６ 次，平均捐赠金额为 ２４. ０６ 元；过去 ３ 个月平均捐赠 ０. ６５ 次，平均捐赠金额为 ３２. ２２
元；过去 ６ 个月平均捐赠 １. １１ 次，平均捐赠金额为 ４４. ３２ 元。 从好友特征看，好友过往累计捐赠的项目

为 ４. ８５ 个，过往累计转发项目数为 ２. ６２。 从表 ２ 的变量分布可以看出，各个连续变量均呈现右偏分布，
因此在下文回归模型中，对控制变量中的连续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三）样本随机性测试

为了说明实验执行的可靠性，从而能干净地对实验结果进行归因，本文首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

随机性检验。 表 ３ 第（１）列报告了实验组的变量均值，第（２）列报告了对照组的变量均值。 逐行对比可

以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各变量均值基本相似，具有可比性。
样本随机性检验结果

表 ３

（１） （２） （３） （４）

实验组
（Ｎ ＝ １０４３９１）

对照组
（Ｎ ＝ １０６０８１）

实验组系数
估计值

ｔ 统计量

控制变量：募捐项目及受捐者特征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２２５. ６３ ２２６. ２９ － ０. ６６ － ０. ４２０
＃Ｗｏｒｄｓ ４９２. ４７ ４９８. ２５ － ５. ７８ － １. ５００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５. ２４ ５. １８ ０. ０６ １. ３９８
Ｃａｎｃｅｒ ０. ２４４ ０. ２４９ － ０. ００５ － ０. ７７

控制变量：访问用户特征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 ０. ３６ ０. ３７ － ０. ０１ － ０. ９６７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ＲＭＢ） ２３. ３４ ２４. ７７ － １. ４３ － ０. ７４１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３Ｍｓ ０. ６５ ０. ６６ － ０. ０１ － ０. ３９２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３Ｍｓ（ＲＭＢ） ３１. ５０ ３２. ９３ － １. ４３１ － ０. ７１６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６Ｍｓ １. １１ １. １１ － ０. ００ － ０. ０４６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６Ｍｓ（ＲＭＢ） ４３. ９０ ４４. ７４ － ０. ８４ － ０. ３８０
Ｒａｉｓ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２ ０. ２４０

控制变量：好友特征

＃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 ８０ ４. ８９ － ０. ０９ － １. ５０１
＃ Ｆｒｉｅｎｄ ｒｅｓ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 ６２ ２. ６３ － ０. ０１ － ０. １２５

　 　 为更严谨地检验各变量在实验组和对照组间是否均衡，参考 Ｓａｈｎｉ ＆ Ｎａｉｒ（２０１９）的做法，我们将所

涉及的变量依次回归在“是否为实验组”（Ｔｒｅａｔ）虚拟变量上，以检验两组间变量差异是否显著。① 表 ３
第（４）列报告了回归检验的系数估计值，第（４）列报告了相应的 ｔ 统计量。 这些 ｔ 统计量绝对值均小于

１. ６４，说明回归检验系数估计均不显著异于 ０，实验组和对照组用户面对的募捐项目和筹款人没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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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回归模型：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 ＝ α ＋ β × Ｔｒｅａｔｉ ＋ εｉ，其中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 是控制变量，包括募捐项目及受捐者特征、访
问用户特征、好友特征；Ｔｒｅａｔｉ 是虚拟变量，当观测属于实验组时取 １，当观测属于对照组时取 ０。 回归标准误在募捐项目

层面聚类处理。



差异，实验组和对照组中的访问用户特征、好友特征也没有显著差异。 样本随机性测试的结果说明，实
验执行是符合实验设计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可观测到的特征上基本保持平衡一致，这为识别展示好友

帮助信息与个人捐赠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条件。

四、核心实验结果：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是否影响个人捐赠？

为了检验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个人捐赠的影响，我们首先报告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捐赠基本情况

（如表 ４）。 在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实验组，有 １０４３９１ 个访问会话观测；在不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对照
基本实验结果

表 ４

实验组：展示好友
帮助信息

对照组：不展示
好友帮助信息

Ｎ １０４３９１ １０６０８１
Ｇｉｖｅ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０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２. ０７０ １. ９５７

组，有 １０６０８１ 个访问会话观测。 实验组中捐赠比

例为 ６. ３％ ，对照组的捐赠比例为 ６. ０％ 。 实验组

的平均金额为 ２. ０７ 元，对照组的平均捐赠金额为

１. ９５７ 元。 简单对比结果显示，展示好友帮助信

息的实验组的捐赠比例和捐赠金额都高于不展示

好友帮助信息的控制组。
　 　 为了更严谨地控制其他可观测到的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式（１）所示的回归模型估计实验效应：

Ｄｏｎａｔｅｉ ＝ α ＋ β × Ｔｒｅａｔ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１）
其中 Ｄｏｎａｔｅｉ 衡量第 ｉ 个观测的实际捐赠情况，包括虚拟变量“是否捐赠”（Ｇｉｖｅ）和连续变量“捐赠

金额”（Ｌｎ（１ ＋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Ｔｒｅａｔｉ 是一个

虚拟变量，当观测属于实验组时取 １，这类观测的

会话界面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当观测属于对照组

时取 ０，这类观测的会话界面不展示好友帮助信

息。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是控制变量，包含募捐项目及受捐

者特征、访问用户特征、好友特征。 考虑到在同一

个募捐项目中不同捐赠人的捐赠情况可能存在相

关性，模型估计时将回归标准误在募捐项目层面

聚类处理。
根据模型（１），首先把是否捐赠（Ｇｉｖｅ）作为

被解释变量，表 ５ 第（１）列和第（２）列报告了估计

结果。 变量 Ｔｒｅａｔ 的系数估计在 ５％ 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说明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会显著提升捐赠

概率。 经济含义上，平均而言，处于展示好友帮助

信息的实验组的用户的捐赠可能性提升 ０. ２７％ ，
相当于全样本无条件捐赠率（６％ ）的 ４. ５％ ；第
（２）列加入了控制变量，变量 Ｔｒｅａｔ 的系数估计值

结果和第（１）列是类似的。 这说明，展示好友帮

助信息能显著提升潜在捐赠人的捐赠概率，初步

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 ５ 第（３）列和第（４）列检验展示好友帮助

信息对捐赠金额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变量 Ｔｒｅａｔ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捐赠的影响

表 ５

（１） （２） （３） （４）

Ｇｉｖｅ Ｌｎ（１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７１∗∗

（２. ３９０１） （２. ２５８４） （２. １７２７） （２. １４３０）

Ｌｎ（１ ＋Ｔａｒｇｅｔ）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１８９∗∗∗

（５. １４５１） （４. ８９７８）
Ｌｎ（１ ＋
＃Ｗｏｒｄｓ）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１１９∗∗∗

（３. ３９１６） （３. １３９２）

Ｌｎ（１ ＋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１６３∗∗∗

（ －３. ４３１６） （ －４. ４８１８）

Ｃａｎｃｅｒ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６８
（ －２. １６５１） （ －１. ４１２４）

Ｌｎ（１ ＋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

０. １６５６∗∗∗ ０. ３６０２∗∗∗

（２７. ３９２２） （２４. １００２）
Ｌｎ（１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

－０. ０３４２∗∗∗ －０. ０７６２∗∗∗

（ －３２. ３３９２） （ －２８. ９５５７）

Ｒａｉｓ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２３０
（ －０. ３６７９） （ －１. ０６７２）

Ｌｎ（１ ＋ ＃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４６９∗∗∗

（１６. ６１５５） （１５. ８４４４）
Ｌｎ（１ ＋ ＃ Ｆｒｉｅｎｄ

ｒｅｓ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４４０∗∗∗

（ －８. ２２６８） （ －１０. ２２９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４９４∗∗∗ ０. １７８９∗∗∗ －０. １１１７∗∗

（６０. ２６５７） （ －３. ０２００） （６１. ５０６０） （ －２. ３５９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０４７２ ２１０４７２ ２１０４７２ ２１０４７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８６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

性水平。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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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估计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会显著提升潜在捐赠人的实际捐赠金额。
第（４）列加入了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是类似的。 这表明，展示好友帮助信息能显著提升潜在捐赠人的实

际捐赠金额，且这一结果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仍然稳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五、渠道检验

上文研究发现互联网募捐场景下展示好友帮助信息能促进捐赠。 那么，展示好友帮助信息通过何

种渠道影响捐赠？ 本部分探究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促进捐赠的机制。 限于实验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无

法通过设计更多实验的方式来验证这些渠道。 参考 Ｆｒｅｙ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２）的做法，通过利用现有关于项

目和个人特征的数据来探索。 由于影响人行为的因素众多，这里的研究只是尝试性的。
（一）认证作用

捐赠活动双方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陈丽红等（２０１５）发现，高质量审计有助于减轻捐

赠者与慈善基金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互联网捐赠环境中，筹款项目数目繁多、信息纷繁复杂，筹款

项目与潜在捐赠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可能阻碍捐赠（王健民和宋金浩，２０１６）。 在这种背景下，可靠

的认证可能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Ａｋｅｒｌｏｆ，１９７０）。 而好友帮助可能提供认证作用（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２００３）。 因此考察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是否是通过提供了认证作用来促进捐赠。

１． 项目本身信息丰富程度是否影响同伴效应的大小？
在首次公开募股市场（ＩＰＯ）研究认证理论的文献指出，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时，第三方的认证效

应越强（Ｃｈｅｍｍａｎｕｒ ＆ Ｆｕｌｇｈｉｅｒｉ，１９９４）。 在互联网捐赠场景中，如果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是为潜在捐赠者

提供了关于募捐项目的一种认证，那么信息丰富程度的提升会减小“同伴效应”。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便有以下两个推论：①在其他条件类似时，信息丰富程度提升能抵销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捐赠的促进作

用；②面对信息丰富程度较高的募捐项目，潜在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不受是否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影响。
为了检验同伴效应是否是通过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提供认证来发挥作用，通过模型（２）检验第一个推

论，用分组回归检验第二个推论。
Ｄｏｎａｔｅｉ ＝ α ＋ β × Ｔｒｅａｔｉ ＋ θ × ＩｎｆｏＲｉｃｈｉ ＋ γ × Ｔｒｅａｔｉ × ＩｎｆｏＲｉｃｈ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２）
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信息丰富（ＩｎｆｏＲｉｃｈ）虚拟变量，以及这个虚拟变量与是否实验

组（Ｔｒｅａｔ）的交叉项。 考虑到募捐人主要通过文字和图片的方式披露募捐需求的具体情况，我们用项目

描述的字数和图片数量作为衡量信息丰富程度的代理变量。 我们构建了一个信息丰富（ＩｎｆｏＲｉｃｈ）的虚

拟变量，当募捐项目的描述字数和图片数量均高于四分之一分位数时，信息丰富虚拟变量取 １，否则取

０。 全样本中有 ５８. １％的观测的信息较为丰富（ ＩｎｆｏＲｉｃｈ ＝ １）。 若系数 γ 显著小于零，则说明信息披露

的丰富会减少“同伴效应”的大小。
表 ６ 的第（１）至（３）列报告了当被解释变量是“是否捐赠”时对这两个推论的检验。 第（１）列报告

了对模型（２）的估计结果：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小于 ０，说明随着募捐项目信息丰富

程度的提升，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促进捐赠的作用会显著减小。 接着将全样本分成两组，第一组的项目

信息披露较丰富，另一组的项目信息披露较不丰富。 针对两组样本分别用模型（１）进行回归检验，发现

在项目本身信息披露较丰富的子样本中，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边际效应是 ０. ００１，统计上不显著；而在

项目本身信息披露较不丰富的子样本中，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边际效应是 ０. ００５，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大于 ０。 这说明在项目本身信息披露已经较为丰富的子样本中，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不再促进捐赠。 第

（４）至（６）列报告的在被解释变量为捐赠金额时的模型（２）的估计结果是类似的。 这说明项目本身信

息丰富程度会影响同伴效应的大小，与好友帮助信息提供了认证作用的假设是一致的。
２. 已有认证机制是否影响同伴效应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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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首次公开募股市场上的认证效应，早期研究认为主要由高声望的审计师和投行家提供认证，帮
助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减小抑价发行。 Ｍｅｇｇｉｎｓｏｎ ＆ Ｗｅｉｓｓ（１９９１）提出，风险投资家也能提供一种认证，
如果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的投资者中有风险投资家，能一定程度上替代高声望的审计师和投行家的认

证作用。 在互联网捐赠的场景中，平台提供了一项功能：熟悉募捐人情况的人可以在项目上提供“证
明”，以“证实”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认证（王正位和王新程，２０２１）。 王正位和王新程（２０２１）研究了水滴

筹平台的证实人机制，发现证实人发挥了“认证作用”：为项目提供证实的人数越多，项目最终筹得的资

金越多。 在本文的实验中，如果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和证实人一样，也是为潜在捐赠者提供关于募捐项目

的认证，那么证实人数量的提升与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同伴效应”之间存在抵消关系。 如果这个假设

成立，便有以下两个推论：①在其他条件类似时，证实人数量提升能一定程度上减少展示好友帮助信息

对捐赠的促进作用；②面对证实人数量非常多的募捐项目，潜在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不受是否展示好友帮

助信息的影响。 我们通过模型（３）检验第一个推论，用分组回归检验第二个推论。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捐赠、募捐项目信息丰富程度

表 ６

信息丰富程度

Ｇｉｖｅ Ｌｎ（１ ＋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高 低 全样本 高 低

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１３７∗∗∗

（２. ８４８０） （０. ６６２０） （２. ７２３６） （２. ７３７９） （０. ４６８６） （２. ７１８７）

ＩｎｆｏＲｉｃｈ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３７

（０. ２１８４） （０. ５２２４）

Ｔｒｅａｔ × ＩｎｆｏＲｉｃｈ
－ ０. ００３６∗ － ０. ０１１７∗

（ － １. ７０３９） （ － １. ７５７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０４７２ １２２２９２ ８８１８０ ２１０４７２ １２２２９２ ８８１８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９２

　 　 Ｄｏｎａｔｅｉ ＝ α ＋ β × Ｔｒｅａｔｉ ＋ θ × ＰｒｏｖｅＮｕｍＨｉｇｈｉ ＋ γ × 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ｒｏｖｅＮｕｍＨｉｇｈ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３）
模型（３）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证实人数多”（ＰｒｏｖｅＮｕｍＨｉｇｈ）虚拟变量，以及这个虚拟变量

和是否实验组（Ｔｒｅａｔ）的交叉项。 当项目的累计证实人数多于或等于全样本的后四分之一分位数时，证
实人数多（ＰｒｏｖｅＮｕｍＨｉｇｈ）取 １，否则取 ０。 若系数 γ 显著小于零，则说明项目本身的证实人的数量提升

会减少“同伴效应”的大小。
表 ７ 的第（１）至（３）列报告了当被解释变量是“是否捐赠”时对这两个推论的检验。 第（１）列报告

了对模型（３）的估计结果：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小于 ０，说明随着募捐项目证实人数

的提升，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促进捐赠的作用显著减小。 接着我们将全样本分成两组，第一组的项目证

实人数量较多，另一组的项目证实人数量较少。 针对两组样本分别用模型（１）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在证

实人数量高于全样本后四分之一分位数的子样本中，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边际效应是 － ０. ０００６，统计上

不显著；而在项目证实人数低于全样本高四分之一分位数的子样本中，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边际效应是

０. ００３７，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大于 ０。 这说明在项目证实人数量较多时，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不再促进捐

赠。 第（４）至（６）列报告的在被解释变量为捐赠金额时的模型（３）的估计结果是类似的。 这说明，已有

的认证机制中的证实人数量会影响同伴效应的大小，与好友帮助信息提供了认证作用的假设是一致的。
３. 好友捐赠金额是否影响同伴效应的大小？
在研究首次公开募股市场上的投行提供的认证效应时，Ｃａｒｔｅｒ ＆ Ｍａｎａｓｔｅｒ（１９９０）发现，相较于声望

较低的投资银行，声望较高的投资银行能够为公司价值提供额外信息，从而发挥更大的认证作用。 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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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募捐场景下，如果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是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关于募捐项目的一种认证，那么当认证

强度更有力时，“同伴效应”可能更强。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便有以下两个推论：①在其他条件类似

时，如果认证强度较大，能一定程度上增强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捐赠的促进作用；②当认证强度较小时，
潜在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不受是否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影响。 我们通过模型（４）检验第一个推论，用分

组回归检验第二个推论。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捐赠、募捐项目证实人数

表 ７

项目证实人数

Ｇｉｖｅ Ｌｎ（１ ＋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多 少 全样本 多 少

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０３４∗∗∗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９４∗∗∗ －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９９∗∗∗

（２. ８１４３） （ － ０. ２６６４） （２. ８７５１） （２. ６１２８） （ － ０. １２１７） （２. ５８８３）

ＰｒｏｖｅＮｕｍＨｉｇｈ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４２

（１. ０４３１） （０. ４６９７）

Ｔｒｅａｔ × ＰｒｏｖｅＮｕｍＨｉｇｈ
－ ０. ００５８∗ － ０. ０１５６∗

（ － １. ９０３７） （ － １. ７９７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０４７２ ５４６９４ １５５７７８ ２１０４７２ ５４６９４ １５５７７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８５

　 　 Ｄｏｎａｔｅｉ ＝ α ＋ β × Ｔｒｅａｔｉ ＋ θ × ＦｒｉｅｎｄＤｏｎａｔｅＨｉｇｈｉ ＋ γ × Ｔｒｅａｔｉ × ＦｒｉｅｎｄＤｏｎａｔｅＨｉｇｈ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４）
在本文的实验场景中，大额捐赠可能反映认证强度，提供关于项目质量的信号（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２００３）。 本文的实验变量，即是否展示好友信息，在实验组展示的好友帮助信息中会体现好

友的捐赠金额（如图 １）。 如果好友帮助信息是提供了一种认证，那么捐赠金额可以用来衡量这种认证

的强度。 因此模型（４）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好友高捐赠”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ｅ Ｈｉｇｈ）虚拟变量，以及

这一虚拟变量和是否实验组（Ｔｒｅａｔ）的交叉项。 用转发好友的捐赠金额作为度量好友捐赠金额的依据，
当转发好友的捐赠金额大于 １００ 元时，“好友高捐赠”（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ｅ Ｈｉｇｈ）虚拟变量取 １，否则取 ０。 全

样本中有 １６％的观测的“好友高捐赠”这一变量取 １。 如果回归结果中系数 γ 的估计量显著小于零，说
明当好友提供了更有力的认证时，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捐赠的促进作用更强。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捐赠、好友捐赠金额

表 ８

好友捐赠金额

Ｇｉｖｅ Ｌｎ（１ ＋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 １００ 元 ≤１００ 元 全样本 ＞ １００ 元 ≤１００ 元

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０３５

（１. ４５６４） （２. ０２５１） （１. ４５１０） （１. ０１５９） （２. ３６８３） （１. ０４８６）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ｅ Ｈｉｇｈ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７７４∗∗∗

（９. ２９６５） （９. ６７３１）
Ｔｒｅａｔ ×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ｎａｔｅＨｉｇｈ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２１５∗∗

（１. ７９８５） （２. ００３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０４７２ ３３７８２ １７６６９０ ２１０４７２ ３３７８２ １７６６９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９０

　 　 表 ８ 的第（１）至（３）列报告了当被解释变量是“是否捐赠”时对这两个推论的检验。 第（１）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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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模型（４）的估计结果：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大于 ０，说明当好友捐赠金额提升，
实验组的同伴效应会显著增强。 接着将全样本分成两组，第一组观测中，好友捐赠金额较高；另一组观

测中，好友捐赠金额较低。 针对两组样本分别用模型（１）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好友捐赠金额较高的子

样本中，实验组的同伴效应是 ０. ００６３，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大于 ０；而在好友捐赠金额较低的子样本中，
实验组的同伴效应是 ０. ００１７，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当好友的捐赠金额不够多时，即便展示好友帮助信

息也不能促进捐赠。 这与好友帮助信息为募捐项目提供了认证作用的假设的推论是一致的。 第（４）至
（６）列报告的在被解释变量为捐赠金额时的模型（４）的估计结果是类似的。

因此，当募捐项目本身信息披露较为丰富或者项目的已有认证已经比较充分时，展示好友帮助信息

的促进作用就被削弱了；好友捐赠金额的提升会显著增强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捐赠的促进作用。 这与

好友帮助信息发挥了项目“认证作用”的假说是一致的。
（二）社会压力

１.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只影响小额捐赠吗？
当访问用户看到募捐项目的界面上的好友帮助信息时，可能受到了社会压力的影响。 通过好友转

发的募捐项目链接，访问用户可能都会感受到“被募捐”（ｂｅｉｎｇ ａｓｋｅｄ）的压力（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看到募捐项目的界面上的好友帮助信息时，访问用户也可能认为自己的捐赠行

为也会被社会网络中的其他好友观察，从而有了捐赠动机（Ｂéｎａｂｏｕ ＆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６；Ｈａｒｂａｕｇｈ，１９９８）。 因

此我们考察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是否是通过对潜在捐赠者施加了社会压力从而促进了捐赠。
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在模型中明确刻画了社会压力如何影响被募捐者的捐赠行为。 他们在捐

赠者的目标效用函数中加了一个减项，当被募捐时，如果捐赠者不支付某个金额的捐赠款，就会减损效

用；但因为捐赠的动机只有社会压力，因此捐赠也不会超过这一数额。 出于利他动机的捐赠者则可能捐

赠更高金额。① 根据这一模型，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设计了一个针对社区居民的上门募捐的田野实

验来验证社会压力的存在：控制组是仅仅告知上门募捐时间，不提前提供一个“不接受上门募捐”的选

项；实验组是提前提供给社区居民一个“不接受上门募捐”的选项，如果居民勾选这个选项，募捐者就不

再上门募捐。 实验结果发现，实际上门募捐结果中实验组中的小额捐赠比例显著降低，而大额捐赠的比

例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别，说明社会压力动机主要影响小额捐赠，而不影响大额捐赠。
好友帮助信息是否也起到了类似的施加“社会压力”的作用？ 根据 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的理论

模型和实验结果，如果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给潜在捐赠者施加了社会压力，从而促使后者“不得不”捐赠，
那么这种作用可能只会引起小金额捐赠的增加，而对大金额捐赠的影响有限。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文

根据访问用户的捐赠金额构建了两个新的指标。 “小额捐赠”是一个虚拟变量，当用户进行了捐赠且捐

赠金额小于 １０ 元时取 １，否则取 ０，样本中有 ２. ７％的观测的取值为 １。 “大额捐赠”是第二个虚拟变量，
当用户进行了捐赠且捐赠金额大于 １０ 元时取 １，否则取 ０，样本中有 ３. ４％的观测的取值为 １。 选择 １０
元是因为在水滴筹平台上，点击“我也来帮助”之后，出现的金额按钮的默认值是 １０ 元。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与捐赠金额大小：分组检验

表 ９

实验组 控制组 Ｄｉｆｆ（实验组 － 控制组） ｔ 值

小额捐赠
（≤１０ 元） ２. ８１９％ ２. ６４５％ ０. １７４％ ∗∗∗ ２. ４４９５

大额捐赠
（ ＞ １０ 元） ３. ４５９％ ３. ３６６％ ０. ０９３％ １. １７２７

　 　 表 ９ 首先简单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小额捐

赠和大额捐赠上的差异。 第一行的结果显示，在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实验组，小额捐赠比例为

２. ８１９％ ，而在不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控制组，小
额捐赠比例为 ２. ６４５％ ，实验组的小额捐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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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控制组高出 ０. １７４ 个百分点。 从经济意义上看，这一提升的幅度占控制组比例的 ６. ６％ ，且在 １％ 的

水平上显著。 第二行的结果显示，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实验组，大额捐赠比例为 ３. ４５９％ ，而在不展示

好友帮助信息的控制组，大额捐赠比例为 ３. ３６６％ ，二者之差为 ０. ０９３ 个百分点，在统计上不显著。

图 ３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小额捐赠比例（左）和大额捐赠比例（右）对比

图 ３ 直观描绘了这两组比较的结果。 图 ３ 左图对比了小额捐赠比例，右图对比了大额捐赠比例，能
够直观看出，展示好友帮助信息显著提升小额捐赠的比例，但不影响大额捐赠的比例。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与捐赠金额大小：回归分析

表 １０

（１） （２）

小额捐赠（≤１０ 元） 大额捐赠（ ＞ １０ 元）

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９
（１. ９７０５） （１. １８６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０４７２ ２１０４７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０３３

　 　 为了更严谨地控制其他变量对捐赠的影响，
参考 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的做法，本文也利

用模型（１）来检验“社会压力”假设，被解释变量

为小额捐赠或大额捐赠。 表 １０ 报告了回归结果。
第（１）列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捐赠

的变量后，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实验组的小额捐

赠比例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高于不展示好友帮助

信息的控制组。 第（２）列结果显示，是否展示好

友帮助信息并不影响大额捐赠的比例。 这与 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也与“社会

压力”假设一致：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可能使得潜在捐赠者受到社会因素的驱动，通过小额捐赠的方式进

行捐赠；而大额捐赠者不论是否获知好友帮助信息都不影响自己的捐赠行为。
２. 稳健性检验

上文以 １０ 元作为区分小额捐赠和大额捐赠的临界点，检验发现同伴效应只对促进小额捐赠有作

用，而不影响大额捐赠。 为了保证稳健性，保证这一结果并非由于选择了 １０ 元作为临界点才存在，我们

用 ２０ 元作为区分小额捐赠和大额捐赠的临界点。 根据这一分类标准，样本中有 ４. ７％的观测中的用户

进行了“小额捐赠”，有 １. ４％的观测中的用户进行了“大额捐赠”。 接下来重复上一小节中的研究。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与捐赠金额大小：

分组检验（稳健性检验）
表 １１

实验组 控制组 Ｄｉｆｆ（实验组 － 控制组） ｔ 值

小额捐赠
（≤２０ 元） ４. ８９３％ ４. ５９４％ ０. ２９９％ ∗∗∗ ３. ２３２

大额捐赠
（ ＞ ２０ 元） １. ３８５％ １. ４１８％ －０. ０３３％ －０. ６３６

　 　 表 １１ 报告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小额捐赠和

大额捐赠的比较结果。 第一行的结果显示，相比

不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控制组，展示好友帮助信

息的实验组的小额捐赠比例高出 ０. ２９９％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第二行的结果显示，相比控制

组，实验组的大额捐赠比例低 ０. ０３３％ ，但在统计

上不显著。
　 　 图 ４ 直观描绘了这两组比较的结果。 图 ４ 的左图对比了小额捐赠的比例，右图对比了大额捐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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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能够直观看出，实验组的小额捐赠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大额捐赠的比例上

没有显著差别。

图 ４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小额捐赠比例（左）和大额捐赠比例（右）对比（稳健性检验）

　 　 表 １２ 报告了以 ２０ 元为分界点区分大额捐赠

和小额捐赠的回归结果。 第（１）列结果显示，在
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捐赠行为的变量后，相比不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控制组，展示好友帮助信息

的实验组的小额捐赠比例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提

升；第（２）列的结果显示，是否展示好友帮助信息

并不影响大额捐赠的比例。 这说明，展示好友帮

助信息能促进小额捐赠，而不影响大额捐赠的这

一结果是稳健的。

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与捐赠金额大小：
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

表 １２

（１） （２）
小额捐赠（≤２０ 元） 大额捐赠（ ＞２０ 元）

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０２８∗∗∗ － ０. ０００３
（２. ７０９５） （ － ０. ６２２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０４７２ ２１０４７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０８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水滴筹募捐平台开展田野实验，研究了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对个人捐赠的引导作用。 研究

发现，相较于没有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对照组，展示好友帮助信息的实验组的捐赠概率和实际捐赠金额

均显著更高。 定量实证结果表明，实验组的实际捐赠概率比对照组高 ０. ２７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不仅在

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经济意义上也具有显著性：考虑到全样本的平均捐赠率为 ６％ ，向潜在捐赠人展

示好友帮助信息能够使得捐赠率提升 ４. ５％ 。 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募款项目特征、访问用户特征、好友特

征之后仍是显著且稳健的。 这说明，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慈善捐赠存在来自“同伴效应”的引导作用。 进

一步的渠道检验发现，当项目本身信息披露较为充分或平台提供的认证机制中的证实人数非常多时，是
否展示好友帮助信息不再影响潜在捐赠者的捐赠决策；只有好友的捐赠金额较大时，同伴效应才存在。
这说明，在募捐项目繁多混杂的互联网募捐平台上，好友帮助信息可能为募捐项目起到认证作用从而促

进捐赠。 渠道检验结果还发现，展示好友帮助信息只能促进小额捐赠，而不影响大额捐赠，这一发现与

社会压力假说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实验对象是在实验期间内所有点击了水滴筹项目链接的访

问用户，无法观测到接收到水滴筹项目链接但是没有点击进入项目链接的情形。 因此，与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ｐ１３６４）类似，本文的发现旨在研究如何提升点击了水滴筹项目链接的用户的捐赠概率和捐赠金

额，而非为平台带来更多访问者。
基于移动互联网和社交软件的募捐平台日渐成为慈善捐赠的新形式。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数字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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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这一新型慈善捐助实践的启示如下。 第一，对于家庭困难而急需筹款的个人而言，通过个人社交网

络进行互联网募捐，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使得募捐项目信息沿着社交网络进行快速传播，也可以充分发挥

社交好友对其他好友的同伴引导作用。 第二，对于搭建网络慈善捐赠平台的企业而言，直观显示访问用

户微信好友的帮助情况，能够显著促进个人捐赠，同时可以对筹款人进行一定监督和指导，有效减少筹

款人与潜在捐赠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政策建议方面，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公益慈善，使得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更加便捷，如果能够在实践

中利用社交网络的作用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引导个人捐赠，还能有助于扩大捐赠人数，持续传播发展慈善

事业。 同时，如果能在设计人们应对风险的方式时，考虑到个人所在社交网络的捐赠能力和意愿及其对

促进风险分担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全面理解个人风险管理框架，提升构建自我保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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